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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差序格局”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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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差序格局”是费孝通提出的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经典概念。有研 究 者 将 差 序 格 局 置 于 先 秦
至晚清民国丧服制度这一礼治传统之中，提 出 向 内 与 向 外 的 双 向 度 批 评。实 则，费 孝 通 所 论 家 内 的“自 我
主义”有田野调查根据，也与秦汉律令规定相符。恰恰应该反思以丧服制度诠释差序格局的可行性。丧服
制度仅仅在战国秦汉魏晋南朝时期作为现实的 叙 族 方 式，且 其 历 史 实 践 与 儒 学“亲 亲 仁 民 爱 物”的 理 想 相
违背。昭穆制度在汉代以来以 儒 学 重 构 家 国 天 下 的 历 程 中 复 兴，并 取 代 丧 服 制 度 成 为 现 实 的 叙 族 方 式。
基于社会学理论而脱离原创语境和历史语境对 经 典 概 念 内 涵 的 扩 大，无 益 于 社 会 学 中 国 化 的 话 语 体 系 建
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不能仅 仅 全 盘 接 受 书 面 的 经 典 性 知 识，而 忽 视 具 体 的 历 史 实 践 过 程 和 运 作 逻 辑。
对历史文本和历史实践，尤其是不同层次历史实践的精准区分和辨析，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历史社会学的
研究范式，并建构对于历史真实的社会学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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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呈现鲜明的历史转向趋势①。“社会学从来就是一门以历史及其取向为
基础的学科。”②米尔斯指出，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具有密切关联。人类社会历史的多样性知识能够
帮助我们解释社会学的问题；甚至于，要提出一个好的社会学问题，必须基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多样性，
限于一时一地的研究往往会化约为抽样程序。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时期，才可能涵括更宏大的社会
结构变迁阶段，由此，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小环境与大结构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理解个体困扰背后
的时代成因，而这也正是米尔斯所倡导的社会学想象力的核心③。个体困扰与社会结构之间的逻辑，
需要基于历史的视野，否则我们无法在两者之间自由穿梭并获得深刻洞察。因此，“所有名副其实的
社会学都应该是‘历史社会学’”，因为没有任何人是“非历史性的实体”，也没有任何社会科学能超越
历史的脉络④。
中国社会学的历史 转 向 对 于 中 国 社 会 学 的 发 展 而 言 具 有 重 大 意 义。它 为 社 会 学“返 回 历 史 视
野”⑤，为现实问题提供富有洞见和具有历史感的解释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它可能生产出一套社会
学的中国话语体系，为社会学中国化提供契机。
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依傍西方理论和学科范式所建立的现代学科，从２０世纪初伊始，就面临身
份焦虑，即社会学的中国化何以可能的问题。无论是严复、章太炎等人从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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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社会学的中国化，还是瞿同祖、李安宅、潘光旦、杨开道等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社会学研究，以及费
孝通富有洞见的社会学经典概念的提出，都显示出中国社会学创立之初的历史视野和学科抱负。而
自１９７９年重新恢复中国社会学，新的时代背景之下的“自我正名”困扰，使其走上与历史脉络疏离、从
现实入手解决现实问题的道路，从而切断了社会学的历史之脉，产生了去历史化的后果，导致当今的
社会学走向经验主义或抽象主义①。在个案研究的精微演绎和大数据的客观抽象之间，当代中国的
社会学走到了一个新的岔路口。如何在西方社会学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包围之中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
突围，如何运用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并生产中国理论，成为摆在每一位社会学研究者面前的挑战。
肖瑛指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形成了五种研究路径：对经典概念的历史性思考；基于社
会学视角的历史研究；“民情”及其转变机制研究；把历史维度引入当代社会现象的研究；重新发现民
国社会学研究传统②。如果对照西方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历史社会学就其
研究的问题意识、理论对话和研究进路已然有所创新。西方历史社会学的发展可以追溯至社会学产
生之初，马克思、涂尔干及韦伯等人对有关历史社会学的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二战后一大批
学者离开德国来到美国，带来了历史社会学的德国传统，也开启了美国的历史社会学兴起，并产生国
家之间历史轨迹的比较研究范式，如伊曼努尔·沃勒斯特对当代世界体系的分析及巴林顿·摩尔对
现代政治制度的分析等③。由此，在西方现代化发展和全球政治体系格局的背景之下，西方历史社会
学产生了侧重宏观分析、重视比较历史研究的鲜明特点④。而中国的历史社会学之兴起，具有与西方
学科发展不同的历史情境、社会背景、思想渊源及学术源流，由此，中国业已形成并初具规模的历史社
会学研究路径具有极大的学术潜力，可以进一步拓展深化，并创设一套中国自身的学术话语体系和研
究范式。
在上述五种研究路径已有诸多具体研究实践之时，对其方法论进一步思考和反思无疑可以推动
我们深入研讨该方法的不足，并完善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本文将聚焦于历史社会学研究
中“经典概念的历史性思考”这一研究面向，并以“差序格局”这个经典概念为中心，反思历史社会学视
域中对经典概念的阐释以及所形成的研究范式的不足，以推动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二　“差序格局”的阐释史
费孝通经过多年的思考与研究之后，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提出了“差序格局”概念，用于分析中国的
社会结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中国社会学恢复 之 后，这 一 概 念 被 公 认 为 社 会 学 中 国 化 的 重 要 成 就。
近年来，对于差序格局的研究，主要在三个方向上进行：一是扩展式研究，即以差序格局理论为平台，
继续深化对于中国社会结构以及基于社会结构的社会心理、社会交往等方面的研究⑤；二是探源式研
究，即重回到历史情境之中，对费孝通所受到的学术影响、２０世纪上半叶的社会背景等诸多因素进行
综合研究，从而得以对差序格局概念的提出过程进行思想史探索⑥；三是检验式研究，即就差序格局
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解释能力进行检验，尤其是发现差序格局作为理想型概念对于真实社会结构的
扭曲⑦。
扩展式研究固然极大地拓宽了差序格局的论域，但同时也使差序格局沦为不同视角观点的论述
·６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肖瑛：《非历史无创新———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学术月刊》２０１６年第９期，第１５页。
肖瑛：《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７日，Ａ０８版。
托马斯·埃特曼、郭台辉：《历史转向中的政治学与社会学———访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埃特曼》（下），《中 国 社 会 科 学 报》，
２０１５年１月９日，第Ｂ０２版。
吴忠民：《国外历史社会学述评》，《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第１２２～１２６页。
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５期，第２０～３０页；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
观》，《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４期，第２０１～２１３页；翟 学 伟，《再 论“差 序 格 局”的 贡 献、局 限 与 理 论 遗 产》，《中 国 社 会 科 学》
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１５２～１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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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包装自我的外衣。当一个概念或观念变得无所不能，实际上也就一无所能：丧失了清晰内涵界定
的差序格局对于中国社会学不再具有建构价值。探源式研究深入细致地探讨了诸如“乡土社会”的理
论背景、“类型对比”的研究方法等方方面面，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于差序格局概念以至早期中国社会
学史的理解。但是对于概念的外部研究，无法取代内部研究，而只有内部研究，才能成为中国社会学
建构的真实基础。于是，检验式研究便成为最为重要的研究路径。
近年对于差序格局检验式研究最为重要的成果是差序格局与中国古代实际叙族方式的比较，如
认为差序格局是对丧服制度的一种社会科学诠释。就笔者所知，杜正胜在１９９２年发表的《从五服论
传统的族群结构及其伦理》一文中最早指出：“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差序格局’
来说明传统社会结构的特色，这是近人讨论此一问题最深刻、最贴切的概念，然而只是五服服纪的现
代版而已。传统社会的族群每位个人都是一个圆心，从此圆心出发，画成多层的同心圆，别人和自己
的亲属关系便依相互的亲疏散布在不同的圆圈上，愈亲者愈靠近圆心，愈疏者愈远，终至于落在最外
圈的同心圆之外，便是路人。这些同心圆用传统术语说即是‘五服’。”①
吴飞认为：“差序格局的结构，恰好符合传统中国丧服制度所描述的结构，甚至可以说，差序格局
就是对丧服制度的一种社会科学诠释；丧服制度，也很像对差序格局的一种图解。差序格局的解释力
量，关系到丧服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至关重要的地位；从另一个角度说，对丧服制度的重新研究，也
可以帮助我们纠正‘差序格局’概念的局限，对中国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有一个进一步的认识。”②在
吴飞看来，“差序格局”作为现代社会科学概念之所以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具有解释力，在于其与传统
丧服制度的相似性③。传统丧服制度“是关于亲属关系的一套非常完备的体系”，是“郡县时代规范亲
属和社会关系的一套新制度”，也就成为“理解传统中国社会和宗族制度的重要入手点”④。一言以蔽
之，“丧服制度”作为古代计算亲属关系的标准，从现代社会科学的角度可以将之视为古代亲属关系的
“理想型”，而“差序格局”则是以现代社会科学角度对这一“理想型”的重新诠释。
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时的着眼点，在于以传统社会结构解释中国人的伦理道德：“社会结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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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为中心向外逐渐推延的结构。”参见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 生 产》，北 京：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３年 版，第４５页。
其当页脚注②给出的出处为：“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５年版。”没 有 提 供 页 码。笔 者 在《乡 土 中 国》一
书中，未查找到相关论述。翟氏自己则是将“差序格局”与韩格理的“象牙九连环”相比拟，虽然该书也画出了“五服关系图”。
参见翟学伟：《中国社会中的日常权威———关系与权 力 的 历 史 社 会 学 研 究》，北 京：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２００４年 版，第１０８、
１００页。可见目前所知最早将“差序格局”与丧服“五服”相比拟的，应该是杜正胜。
吴飞：《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反思》，《开放时代》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１１２页。
④　吴飞：《五服图与古代中国的亲属制度》，《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第１６３、１６２页。
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道德观念是在社会里生活的人自觉应当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信
念。它包括着行为规范，行为者的信念和社会的制裁。它的内容是人和人关系的行为规范，是依着该
社会的格局而决定的。从社会观点说，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
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绵续。”①
吴飞认为：“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很好地描述了五服制度背后的伦
理结构。丧服制度的一个核心原则是‘差等’，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的‘伦理在分别’。差序格局，就是以
己身为中心，由此出发，向外推出一层一层的亲属和社会关系。”②实际上这只是“差序格局”的一个面
向。完整的“差序格 局”，是 包 含 逐 圈 外 推 和 逐 圈 内 缩 两 个 面 向。在 费 孝 通 看 来，“差 序 格 局”是“以
‘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
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如果从作为中心的“己”
逐圈外推，便可达致兼济天下：“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
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本立
而道生’。‘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从己到家，由家到国，
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
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说他‘善推而已矣’。”③ 反之，由最外圈的天下向中心的“己”收缩，最终
便归于自私自利：“我常常说：‘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
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④ 费孝通并且强调这二者不过是同一条路径的反方向而已：
“我们一旦明白这个能 放 能 收，能 伸 能 缩 的 社 会 范 围，我 们 可 以 明 白 中 国 传 统 社 会 中 的 私 的 问 题 了
……这和《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
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条理上是相通的，不同的只是内向和外向
的路线，正面和反面的说法，这是种差序的推浪形式，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糊两
可了。”⑤
这个可以推而至于天下的“己”，并非就是自私自利的，费孝通指出：“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
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说的，是分
子对全体……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⑥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文化的内核也即中国文化的智慧之所在，便是在天下与一己这两极之间保持
平衡，在各圈之间灵活进退。其典范便是孔子：“孔子是会推己及人的，可是尽管放之于四海，中心还
是自己。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是所，而众星拱之。’这是很好一个差序格局的譬喻，自己总是
中心，像四季不移的北斗星，所有其他人，随着他转动。孔子并不像耶稣，耶稣是有超于个人的团体
的，他有他的天国，所以他可以牺牲自己去成全天国。孔子呢？不然。‘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
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其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孔子的道德系统里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君子求诸
己，小人求诸人。’”⑦
于是，“推己及人”的孔子，乃是执杨朱和耶稣两极之中。“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杨朱和孔子
不同的是杨朱忽略了自我主义的相对性和伸缩性。他太死心眼儿，一口咬了一个自己不放”⑧。杨朱
是只收不放，以至于顽固地龟缩于一“己”的硬壳之内。反之，“要为杀死他的人求上帝的饶赦”的“耶
稣或中国的墨翟，一放不能收”⑨。臻于无“己”。费孝通目光如炬：“他不能像耶稣一样普爱天下，甚
至而爱他的仇敌，还要为杀死他的人求上帝的饶赦———这些不是从自我中心出发的。孔子呢？或曰：
‘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是差序层次，孔子是决不放松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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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④⑤⑥⑦⑧⑨　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全集》第６卷，呼 和 浩 特：内 蒙 古 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９年 版，第１３２、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０、
１３０、１２９、１２９、１２９、１２９～１３０页。
吴飞：《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反思》，《开放时代》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１１５页。
并不像杨朱一般以小己来应付一切情境，他把这道德范围依着需要而推广或缩小。”①
翟学伟对费孝通“差序格局”提出了以下两点批评。
其一，讨论中国社会结构能否以个人作为逻辑起点：“这里需要质疑的问题是差序格局是一个能
放能收、能伸能缩的格局吗？在一种不同于二元对立的思维中，这不是一个逻辑上可以说清楚的来与
去、正与反、缩与放的问题。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现实基础，就是中国人的生产方式与生活单位。
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最小单位不是个人，而是扩大的家庭。对家庭的世代关系而言，个人往往是其
中的一个环节；对现实的家庭成员而言，个体往往是其中的贡献者，同时也是依附者。所以费孝通自
己也在《乡土中国》中认为中国人的家是一种‘事业社群’，它的事业是什么呢？就是绵续后代。为了
完成这个首要任务，一个体既无法在家庭中以自我为中心，又无法独立于他的家庭。这就导致了中国
人不可能‘为了己，牺牲家’，而是‘为了家，牺牲己’。中国传统社会经常被当作集体主义来看待，原因
也出于此……以中国家庭内部的运行方式来衡量费孝通所提出的自我主义，两者的价值观是完全对
立的。但为什么各自都部分地符合中国社会实际呢？关键是要看自我（自家人）的范围向外做多大的
扩展，这就是差序格局所体现的扩大的意义。只是它不会按照此逻辑收缩到个人身上。”②
吴飞则对费孝通的论证提出质疑：“除了家国天下的关系之外，费孝通那一系列先后牺牲关系中
的第一层，即为己身牺牲家，恐怕也值得商榷……除了提到杨朱那极端的一毛不拔之外，他没有举出
一个例证说明，一个人会为了自己而牺牲父母、子女、兄弟。但如果无法证明这一点，就不能把这种差
序格局说成是一种‘自我主义’，因为，‘为家牺牲族’并不是由‘为自己牺牲家’推出来的。”③周飞舟也
强调，从“丧服这种标准的差序格局结构的分析来看，为家而牺牲国或有可能，为己而牺牲家，为了一
己之利而不顾父母儿女则无任何正当性可言”④。基于此，吴飞认为丧服制度比差序格局要更符合传
统中国社会与伦理的实际：“在中国文化中，家并不像费孝通理解的那样，是从自我到陌生人逐渐过渡
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生活场所。围绕家庭，中国文化有一套非常丰富和立
体的伦理规定，最集中地体现在丧服制度上。与家族内的丧服制度相配合，又衍生出一条细致的自我
修养技术和一套关于家国天下的政治智慧。这些都与家内的五服制度相配合，但并不是家庭的简单
内推或外推。家庭，并不是大小各种社会单位当中的一个，而是一种最基本的存在处境。人格的完善
和生活的幸福都要在家庭中实现，治国平天下更要立足于家庭伦理。”⑤
其二，差序格局的逐圈外推过于理想化，与社会事实脱节：“差序格局只可以表达出关系上的亲疏
远近，但难以表现家国乃至天下之间的连续性关系。退一步说，就是有所表现，也是理解上的或想象
上的，即个体假想了自己同遥远陌生的他人或异族的关系状态。这就造成差序格局的含义并非建立
在一种事实的基础上，而有一半是通过想象来实现的。这里还涉及到农业社会的一个现实前提：乡土
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一生都生活在扩大的血缘和地缘范围内，而不考虑国与天下。大凡涉及后者的人
主要指读书人，特别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国家官员的那部分人。可见，若将差序格局同‘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理想结合起来考虑，我们就不能停留在这种想象的扩展上，而有理由要在家与
国之间寻求一种实现的通道，以便把差序格局保持在社会事实的层面上。”⑥
基于翟学伟的批评，吴飞认为较之差序格局，丧服制度才真正解决了家国天下的问题：“无论如
何，家国天下并不是同心圆层层推出的平面差序格局关系。国家与臣民之间，是家族之外的另一种伦
理关系。从丧服制度的角度看，对待天子相当于对待父亲，是丧服制度中最高一级的伦理关系。整个
丧服制度建立起来的，并不只是区别亲疏远近的宗族关系，也不只是通过婚姻关系形成的亲缘网络，
而是有一套与家庭伦理紧密联系的政治关系，以及一套相应的伦理要求……差序格局理论的一个严
重问题，就是无法体现这层政治关系，所以才会得出为家庭牺牲党，为党牺牲国家，为国家牺牲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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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全集》第６卷，第１２９～１３０页。
⑥　翟学伟：《再论“差序格局”的贡献、局限与理论遗产》，《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１５６～１５７、５７页。
⑤　吴飞：《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反思》，《开放时代》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１１９、２０页。
周飞舟：《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社会》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４０页。
简单结论……若是将国家认真地当作国家看待，以对待父亲般的情感来对待天子，才会把孝变成忠，
成就《大学》中所说的家国天下的关系。儒家士大夫所代表的，应该是丧服制度所体现的更丰富、更立
体的伦理和社会心态，而不是与老百姓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①
最后，吴飞呼吁以丧服制度超越差序格局：“一个好的社会科学概念，不仅能让我们用现代的眼光
审视传统，而且能帮助我们更切身地看待传统本身，而不是陷入概念的自我解释。很多学者对‘差序
格局’的深入研究和剖析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它与五服图之间的关系，并发现这个概念的解释力
来自于它很好地传达了丧服制度中的‘亲亲’原则。将差序格局和五服图放在一起研究，我们就慢慢
发现了超越差序格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为五服制度中还有其他相关原则。正是这些原则，使中国
文化除了家庭这至关重要的一维外，还有国家和天下的关怀，以及对深度自我的思考……由于丧服制
度与中国社会结构之间的密切关系，它不应该仅仅被当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符号体系，而且还应该
帮助我们突破差序格局的视野，进入更深层的理论探问，使我们能以更地道的社会科学语言，更透彻
地讲出中国文化的生活方式和现代理想。费孝通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差序
格局’上，而应该进一步走下去。”②
接下来，本文将针对费孝通差序格局的这两点批评进行回应与考察。
三　“差序格局”的内缩
对于差序格局中的“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③，后之论者往往多有微词。
实则费孝通当然知道“家”的重要性。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就写道：“农村中的基本社会群体
就是家，一个扩大的家。这个群体的成员占有共同的财产，有共同的收支预算，他们通过劳动的分工
过着共同的生活。儿童们 也 是 在 这 个 群 体 中 出 生、养 育 并 继 承 了 财 务、知 识 及 社 会 地 位。”④但 是 同
时，费孝通也对中国文化中的“家”有着深刻的见解，他明确反对将中国文化表述为“家庭中心”。费孝
通指出：“在乡村里男女之间在兴趣、习惯，也就是所谓文化上，有着很大的隔膜。在日常生活中，有说
有笑，表示有情意可以互相表达的是在同性的团体之内，不在异性的结合之中。在乡村里，男女的界
限是极明显的，男归男的在一起，女归女的在一起。在乡村里同性的团体是个无所不说的亲密团体
……儿童们又另外有他们的天地，在四处野，没有大人监督，任性得常使我由羡慕而嫉妒。性别和年
龄划分着乡间的日常团体生活。家庭是性别年龄划分的相反结合。夫妇和亲子是异性和长幼的结
合。在中国乡间性别和年龄划分的发达，必然影响到家庭的生活内容。家庭是重要的，但是重要在经
济和生育上，而不是重要在个人的社会生活上。”⑤
进而，费孝通将“人和人的集合生活”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共生”。这“是人和人分工合作以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经济……我们从经济上所作的打算总是以‘利用’为考虑的着眼点。不论我
们对人或对物都可以‘为用’，都可以作经济打算。‘为用’的意思是‘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而且这手
段和这手段包括的工具和物资都是可以选择的，并非特定的，选择也有标准就是效率和成本。经济本
是发生在己物的关系中，以最少代价得到最大报酬之谓……在共生关系中，只要有本能或习俗保证着
互相为用的方式，各人不必说话，连认识都可以不认识……‘为用’而结合的，每个人都可以把其他人
作为工具，从经济打算里选择适合的工具”⑥。质言之，在“共生”之中，可以完全没有情感，人和人的
结合是赤裸裸的利用和利害关系。在费先生看来，中国文化中的“家”就是这样一个功利性的结合：
“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
成了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
情。我所谓普通的感情是和纪律相对照的。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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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
讲究负责和服从。这些都是事业社群里的特色。”①
翟学伟批评说：“费孝通自己也在《乡土中国》中认为中国人的家是一种‘事业社群’，它的事业是
什么呢？就是绵续后代。为了完成这个首要任务，一个体既无法在家庭中以自我为中心，又无法独立
于他的家庭。这就导致了中国人不可能‘为了己，牺牲家’，而是‘为了家，牺牲己’。”②实则，在费孝通
看来，生育儿女是西洋家庭的主要事务：“在西洋，家庭是团体性的社群……因为这缘故，这个社群能
经营的事务也很少，主要的是生育儿女。”“家”固然要完成生育的任务，但是生育对于中国文化的“家”
来说，却是暂时的：“家庭这概念在人类学上有明确的界说：这是个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这社群
的结合是为了子女的生育。在由个人来担负孩子生育任务的社会里，这种社群是不会少的。但是生
育的功能，就每个个别的家庭说，是短期的，孩子们长成了也就脱离他们的父母的抚育，去经营他们自
己的生育儿女的事务，一代又一代。家庭这社群因之是暂时性的……家庭既以生育为它的功能，在开
始时就得准备结束。抚育孩子的目的就在结束抚育。”③ 实际 上，中 国 文 化 的“家”却 并 非 暂 时 性 的：
“家族虽则包括生育的功能，但不限于生育的功能。依人类学上的说法，氏族是一个事业组织，再扩大
就可以成为一个部落。氏族和部落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我们的家也正是这样。我的
假设是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
成氏族性了。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不论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
担负，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为了要经营这许多事业，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
而且凡是政治、经济、宗教等事务都需要长期绵续性的……家必须是绵续的，不因个人的长成而分裂，
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氏族本是长期的，和我们的家一般。我称我们这种
社群作小家族，也表示了这种长期性在内，和家庭的临时性相对照。”④可见，从费孝通的视角来看，翟
学伟无疑是错认了中国文化中“家”的根本功能，将暂时性的功能看作长期性的了。
“人和人的集合生活”的另一方面是“契洽”。费孝通说：“孟子曾说：‘王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
仁义是和利害不同，什么是仁义呢？这是‘自己’扩大的结果，也就是所谓大我。‘己’是目的，不是手
段；‘己’是特定的，不能选择；对己无所谓效率，无所谓经济。在普通的动物，‘己’是等于生物上的个
体；在人，这个界限被冲破了，推己及人地推出了这生物界线之外。”⑤中国传统的“契洽”组织，便也不
在异性结合的家里，而是在家之外的同性结合：“男女有别的界限，使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偏于同性方
面去发展。变态的同性恋和自我恋究竟普遍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确说；但是乡土社会中结义性的组
织，‘不愿同日生，但愿同日死’的亲密结合，多少表示了感情方向走入同性关系的一层里的程度已经
并不很浅。在女性方面的极端事例是华南的姊妹组织，在女性文学里所流露的也充满着冯小青式的
自恋声调。可惜 我 们 对 于 中 国 人 的 感 情 生 活 太 少 分 析，关 于 这 方 面 的 话 我 们 只 能 说 到 这 里 为 止
了。”⑥
如果我们从“差序格局”的角度来看费孝通的上述讨论，无疑“共生”可以对应于六亲不认的逐圈
内缩，而“契洽”则可以对应于推己及人的逐圈外扩。费孝通进而比较了二者异同：“‘一己’和‘所推及
的己’之间的态度异于己和人之间的态度。我们对于没有推及的人称之为‘路人’，意思是死活没有我
的事。但是对于被推及的人却情深意重，痛痒相关，恨不得替他受罪。这是说，我们把人当作了自己
了。”⑦费孝通描摹的家之内外也正分别对应于这两方面：“我所知道的乡下夫妇大多是‘用不着多说
话的’，‘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一早起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没有工夫说闲话。出了门，各做各的。
妇人家如果不下田，留在家里带孩子。工做完了，男子们也不常留在家里，男子汉如果守着老婆，没出
息。有事在外，没事也在外。茶馆，烟铺，甚至街头巷口，是男子们找感情上安慰的消遣场所。在那些
地方，大家有说有笑，热热闹闹的。回到家，夫妇间合作顺利，各人好好的按着应做的事各做各的。做
·１０１·
①
②
⑤
③④⑥　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全集》第６卷，第１４１、１３８～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６页。
翟学伟：《再论“差序格局”的贡献、局限与理论遗产》，《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１５６页。
⑦　费孝通．《所谓家庭中心说》，《费孝通全集》第６卷，第１９２～１９３、１９３页。
得好，没事，也没话；合作得不对劲，闹一场，动手动脚，说不上亲热……乡下，有说有笑，有情有意的是
在同性和同龄的集团中，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孩子们又在一起，除了工作和生育事
务上，性别和年龄组间保持着很大的距离。”①
费孝通由此否定中国家庭中心说：“我说了这一大段话，目的还是在想从这两种社会关系中去看
我们乡村家庭的结合究竟是共生性质还是契洽性质？更确切一些，这二者关系哪种比较强？普通用
ｆａｍｉｌｉｓｍ等一套名词来说明中国社会特性的人，意思里总是以为中国人的契洽关系常限于在家庭和
家庭所扩大出来的家族之中，一出这圈子就入了这‘何必曰道义，惟利而已矣’的领域。也有人从这个
理论说明了中国缺乏公民观念的事实。除了血统和裙带之外只有‘互相为用’，都是‘手段’，讲不到
‘道义’。我在这里只想提出这个问题来多想想，多看看。如果我在上面里提到的事实有相当概然性
的：就是在我们的乡村里，家庭的结合是以经济作中心，好恶相同，气味相投，有说有笑的集合却在家
外———这事实如果是乡土中国的一般情形，则我们从‘家庭中心’说里推论出来的说法都得重新加以
考虑了。”②
吴飞质疑费孝通“没有举出一个例证说明，一个人会为了自己而牺牲父母、子女、兄弟”③。费孝
通说的是“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④，这话表达的是个人为了一己之私利而牺牲家庭公共利益
的意思。费孝通在《差序格局》一文开篇就说道：“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
的意思，有权利而没义务了。小到两三家合住的院子，公共的走廊上照例是尘灰堆积，满院生了荒草，
谁也不想去拔拔清楚，更难以插足的自然是厕所。没有一家愿意去管‘闲事’，谁看不惯，谁就得白服
侍人，半声谢意都得不到。”⑤其实包括这段话在内的被收入《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一文的前半篇，
大半是从费先生所著另一文《论私》中移过来的———大概也正因为此，《论私》一文没有被收入《乡土中
国》，也没有被收入《费孝通全集》。也就是在《论私》未被纳入《差序格局》的部分之中，费孝通举出了
他在云南实地调查所得的，家庭成员把“家”作为“公”，而大占便宜的例证：“很多主张‘家庭中心说’的
学者多少是认为中国家庭是个共产的团体。在这团体中没有‘私产’，只有‘家产’。事实上并不是这
样简单。据我们在云南乡村里调查所得的，一家各分子并不是完全共同享受公有的家产的。”⑥接下
来，费孝通逐个分析了四个（类）家庭成员，即老太太、当家的儿子、儿媳妇、孩子。老太太：“那家的老
太太有她别人管不着的一笔财产，她每个街子都得很关心的去打听各种货物的价钱，一忽要人把积着
的谷子背出去卖了，一忽又买了些大豆进来；她做着买卖，挣来的钱是她的，她喜欢怎么就怎么。儿子
当家，没有钱使，向老太太借，老太太怕儿子不回她，要谷子作押。可是她喜欢孙子，孙子上了学，写信
回来，向祖母要这个，要那个，老太太自己出钱买了寄去。”儿子：“当家的儿子管着‘家产’那是祖上传
下来的田。他经管这产业，可以支配家里劳力，下田做工。除了老太太，他都可以指使，是个独裁者的
样子。他如果要把田卖了，老太太、他的老婆、儿女，谁也阻止不了他，他根本可以不告诉他们。从家
产上得来的钱由他支配，给谁就给谁，不给就不给。他有责任要养活这家人，吃的不成问题得他供给，
穿的得看他高兴。小孩的衣服他是给钱的，老婆就不一定，老太太不向他要，他有心，孝敬一点。”媳
妇：“当家的媳妇是个公仆。她没有田，只有房里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她的手饰、衣服，是在结婚时，她
父母舌敝唇焦的争来的。男家出了礼金和礼物，娘家再赔上一些，创这一笔媳妇的私产。女家争来的
礼金，并不是‘出卖女儿的价钱’，而是女儿在男家的经济基础。她在男家有服役、生孩子的责任，她有
得到丈夫供养的权利。行有余力，她可以做些活计，这是她的私房了。慢慢地她也可以像老太太一般
‘经济自由’了。丈夫不能随意去侵犯这份私房，一动手就会引起一场哭闹。除了不怕出恶名声的丈
夫，对此是不动的。媳妇心地不好的，会偷了‘家产’出来换钱，积私房。我们在乡下时，常有这类的米
卖给我们。丈夫是不知道的，知道了是一顿打。”孩子：“孩子们有抚养的权利。女孩子们做活计，挣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⑥
④⑤　费孝通：《乡土中国》，载《费孝通全集》第６卷，第１４１～１４２、１３０、１２５页。
费孝通．《所谓家庭中心说》，载《费孝通全集》第６卷，第１９３～１９４页。
吴飞：《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反思》，《开放时代》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１１９页。
费孝通：《论私》，《世纪论评》１９４７年第１６期，第１４页。
钱，娘儿们合作，不给父亲的。积了钱，创嫁妆。男孩子们有时在外得到些零钱，买了东西回来，只有
长大了，有固定收入的，间或按月给父亲；大多是父亲管不着的。‘不要钱已经算好的了’，那些老年人
叹气和我说。”费先生总结道：“这个家庭依我们所知道的并非例外，而是常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
很清楚，各人都是‘先己后家’的了，私房足而为家谋，当家的拖着这一家人，活该！”①
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费孝通也曾叙述过家庭成员各蓄私财的现象：“从理论上说，这个制度的理
想做法是：每当其他成员从其他来源得到收入时，必须把钱交给家长，他们需要什么时，要求家长去
买。这是一种非常集权的经济。但实际上，挣钱的人通常保留他或她的全部或部分收入。例如在工
厂做工的女孩通常不把她的工资交给父亲而是交给她母亲保持，以备她将来之用。儿媳妇认为工资
是她自己的钱。如果一个媳妇不直接挣钱，她向家长要的钱往往超过实际的开支，把多余的节省下
来。这样，她自己有少量储蓄，称为‘私房’，她‘私人的钱包’。这是媳妇秘密保存的，但总是受到婆婆
严密的监视，最终往往成为冲突的缘由。”②既然家庭成员各蓄私财，那么每一个人为了增加自己的私
财，自然难免会发生把“家”作为“公”而占便宜，从而产生“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的现象。
类似“家”内成员各蓄私财的现象，自古就有。贾谊《新书·时变》即言：“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
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锄杖彗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虑立讯语。抱哺其子，与公并
踞。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虑非有伦理也，亦不同禽兽仅焉耳。”③至
于儿媳以嫁妆为私财，并设法积聚私房，更是源远流长。《韩非子·说林》上：“卫人嫁其子而教之曰：
‘必私积聚。为人妇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积聚。其姑以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
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于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④可见即便被出之妻，回娘家时是能够将
私房全部带走的。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第１７０简：“‘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媵臣妾、衣器当
收不当？不当收。”⑤依律，夫 有 罪，妻 应 当 连 坐。但 是 如 果 妻 在 案 发 之 前 先 去 告 发 夫，则 不 用 连 坐。
因为夫是一家之主，夫有罪，应当把全家的资产没收，全家成员连坐；现在的疑问是，妻因先告，不必连
坐了，那么妻的嫁妆，包括陪嫁的奴婢和财物，是作为家的公产没收，还是作为妻的私产保留给妻？回
答是，不没收。《法律答问》第１９简引律：“父盗子，不为盗。”⑥这表明在法律上，父对子的财产有处置
权，亦即子不能蓄私财。但是既然这需要律令来予以规定，可见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子蓄私财应该
是个普遍现象，以至于父在子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取了子的私财，民间会称之为“盗”，需要国家颁布正
式律令来明确这种情况不得以盗窃罪论处。由此可见，费孝通“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⑦的论
述，不但有其亲身实地调查作为根据，而且也符合中国古代历史事实。
四　“差序格局”的外推
吴飞等学者认为，较之差序格局，丧服制度才真正解决了家国天下的问题。历史事实果真如此
吗？
丧服的意义，《通典》卷九十二引晋傅玄云：“先王之制礼也，使&戚有伦，贵贱有等，上下九代，别
为五族。骨肉者，天属也，正服之所经也；义立者，人纪也，名服之所纬也。正服者，本于亲亲；名服者，
成于尊尊。名尊者服重，亲杀者转轻：此近远之理也；尊崇者服厚，尊降者转薄：此高下之叙也。”⑧质
言之，即服制的等级在横的方面显示亲属的远近，在纵的方面决定人伦的尊卑。
《丧服》五服与《周官》六官相似，都是战国时所悬拟的制度体系。若论周礼叙族之道，则以昭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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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国语·鲁语》上，宗有司曰：“夫宗庙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长幼，而等胄之亲疏也。”韦注：
“长幼，先后也。等，齐也。胄，后也。”①杜正胜《周代封建制度的社会结构》申论曰：“昭穆制是早期氏
族社会的制度，特点是每人只问他与族长的辈分关系，不问与族长的亲疏关系。而且由于昭穆能分明
世系，既可维系日益增多的氏族成员，又使成员的辈分丝毫不紊乱。”②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谏
襄王述周公封建，有云：“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絣、霍、鲁、卫、毛、聃、
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③
正是以昭穆制将诸姬众国连为一体，团聚在周王室周围，共同托举宗周礼乐文明。直到春秋乃至战
国，昭穆制仍在相当程度上维系着姬姓诸国的亲族关系。《礼记·礼运》“大同之世”，“不独亲其亲，不
独子其子”④，因为儒家的君臣关系是“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⑤，所以必须保留父子关系作为建构礼
乐文明的基础。但是保留血缘性父子关系无法维持“天下为公”，郑玄注：“公，犹共也。禅位授圣，不
家之。”———必然会滑向“天下为家”，郑玄注：“传位于子。”⑥所以只有拆掉家的围墙，取消血缘性父子
关系，使得所有父辈是所有子辈的父，从而保障礼乐文明与“天下为公”之共荣。似此只论世次，不计
亲疏的制度设计，其礼义显然来源于周礼昭穆之制。
《丧服》五服之制则与昭穆制相反，恰恰是一个切割亲族的制度。《礼记·杂记》上：“未服麻而奔
丧，及主人之未成也，疏者与主人皆成之，亲者终其麻之日数。”郑注：“疏者谓小功以下也，亲者谓
大功以上也。”⑦《礼记·大传》：“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郑注：“四
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亲尽，无属名。”⑧如西周诸姬众国以《丧服》五服叙族，文之昭与武
王、周公均为文王之子，那么到西周中期共、懿之世，文之昭、武之穆、周公之胤三者之间以及三者内部
相互之间，都应该亲尽了。周王朝也应该在此时崩溃。之所以未出现这一幕，正在于周礼亲族乃是序
昭穆，而非制五服。《左传》隐公十一年：“息郑有违言，息侯伐郑”，君子讥其“不亲亲”⑨。息即文之昭
而封于武王，郑为宣王封其弟，论世系，文王至宣王已十一世，于五服早已亲尽，反而应该是何来“亲
亲”之说！
“亲尽”———这也正是昭穆制崩溃之后兴起的对于周王朝灭亡之解释。《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始皇二十六年，丞相王绾请立诸子为诸侯王，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
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 天 子 弗 能 禁 止。”瑏瑠这 一 解 释 无 疑 是 以《丧 服》五 服 一 类 的 礼 制 为 背
景。《荀子·礼论篇》多论及丧礼丧服，可知其深于斯礼瑏瑡。李斯从学于“终乎读礼”瑏瑢之荀子，当曾习
礼，其中也应包括丧礼丧服。可是正如管东贵所质疑的：“如果周初的情形也是这样，那么，擘画封建
制的人如周公者，会连这样的必然之理都不明白？”瑏瑣管氏自己则如此解释：“周人克殷以后，为求有效
统治，乃以其宗法制度（血缘组织）推衍到政治上，成为封建制度。也即使宗族领袖跟政治领袖结合；
把血缘组织的内聚力转化为政治组织上的向心力，族人透过对宗族领袖的信任及忠诚，同时再配合宗
教信仰，使姬姓之族在政治上结合成为一个坚强的血缘命运共同体。”瑏瑤 此即采用《诗》毛传的君统宗
统合一之说立论瑏瑥。但管氏仍然未能切中肯綮。其论周人立国，以宗法制推衍为封建制甚是，但是宗
法制并不能解决“后属疏远”的问题。管氏自己也意识到《礼记·大传》总论宗法一节中“百世不迁”与
“五世则迁”之间的矛盾：“由周人这种自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情形上来看，‘五世则迁’跟‘百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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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昭注：《国语》（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７４页。
杜正胜：《周代封建制的社会结构》，《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３本），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２４页。
⑨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氏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６册，台北：艺文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５５、８２页。
⑥⑦⑧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５册，第４１３、４１３、７２１、６１９页。
李隆基注，邢籨疏：《孝经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８册，第２４页；郑玄注，孔颖 达 疏：《礼 记 注 疏》，阮 元 校 刻：《十 三
经注疏》第５册，第１０３２页。
司马迁：《史记》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０３页。
参见张小苹：《荀子传经考》（博士学位论文），杭州：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２０１１年，第４４～４８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１页。
瑏瑤瑏瑥　管东贵：《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以血缘解纽为脉络》，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５９、１６３、２９～３３页。
迁’会是宗法制中自始就并存的吗？前人都认为如此。即‘百世不迁’是指宗统与君统，‘五世则迁’是
指周人亲属范围的划分。但我怀疑这样的看法：如果是那样的话，那跟周人早期，社会体积不大，而自
视为一个血缘生命共同体的意识兼容吗？这是问题。但我认为先前不可能，后来可能；原因是‘演变
积累’而成。”①亦即“活人因人口滋长及地域阻隔所引发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的范围如何划分的问
题，遂仿庙制的范围而定：即拿庙制的‘五世则迁’来作为划定活人亲属范围的标准———五世亲尽”。
于是我们尴尬地看到，管氏以反驳李斯始，最后却不由自主地论证了李斯。质言之：“要使以‘大宗’为
中心的血缘凝聚力百世不迁就不能同时有‘五世则迁’。始祖之庙不迁的根本意义，也在于连系各宗
支跟全族始祖的关系，使全族成为一个血缘共同体。”②
我们必须转换视角，跳出以血缘组织建构国家结构的框架来看。现在我们关心的，是国家结构中
的血缘亲族如何维系的问题。这一维系宗法制，并进而维系封建制的礼制，乃是昭穆制③。正是昭穆
制既避免了“五世则迁”“六世亲竭”，又维持了大宗的“百世不迁”，使得本支百世的子孙，犹然归宗文
王以至太王，凝亲族以不散，屹周礼于弗陨④。
在明确了昭穆与五服的区分之后，我们可再以之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对比。费孝通曾从差序格
局的角度来论述中国传统的“家”：“我想在这里提出来讨论的是我们乡土社会中的基本社群，这社群
普通被称为‘大家庭’的。我在《江村经济》中把它称作‘扩大了的家庭’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ｆａｍｉｌｙ。这些名词的
主体是‘家庭’，在家庭上加一个小或大的形容词来说明中国和西洋性质上相同的‘家庭’形式上的分
别。可是我现在看来却觉得这名词并不妥当，比较确当的应该称中国乡土社会基本社群作‘小家族’
……我们的家在结构上是一个氏族。但是和普通我们所谓族也不完全相同。因为我们所谓族是由许
多家所组成，是一个社群的社群。因之，我在这里提了这个‘小家族’的名词。小家族和大家族在结构
原则上是相同的，不相同是在数量、在大小上———这是我不愿用大家庭，而用小家族的原因。一字之
差，却说明了这社群的结构性质。家族在结构上包括家庭；最小的家族也可以等于家庭。因为亲属的
结构的基础是亲子关系，父母子的三角。家族是从家庭基础上推出来的。但是包括在家族中的家庭
只是社会圈子中的一轮，不能说它不存在，但也不能说它自成一个独立的单位，不是一个团体……中
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依靠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如果事业小，夫妇两人的合作已够应
付，这个家也可以小得等于家庭；如果事业大，超过了夫妇两人所能担负时，兄弟伯叔全可以集合在一
个大家里。这说明了我们乡土社会中家的大小变异可以很甚。但不论大小上差别到什么程度，结构
原则上却是一贯的、单系的差序格局。”⑤这样一种伸缩性的“小家族”，毫无疑问更近于昭穆制而非五
服制。
秦汉时期亲族的范围划定大抵依据《丧服》五服。以皇室而言，《汉书》卷八《宣帝纪》地节元年夏
六月诏：“惟念宗室属 未 尽 而 以 罪 绝，若 有 贤 材，改 行 劝 善，其 复 属，使 得 自 新。”师 古 曰：“复 音 扶 目
反。”⑥“以罪绝”即将犯罪的宗室从宗室属籍上除名。《汉书》卷五《景帝纪》，三年夏六月，诏曰：“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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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正胜认为周人是“舍昭穆而行大小宗”。二者至少应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并行的，且大小宗主要针对各大小宗的宗子而
言，昭穆制则及于每一族人［参见杜正胜：《周代封建制的社会结构》，载《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３本），第１２６页］。
杜正胜认为，昭穆制在周初是由征服殖民的形势逼成的，一旦东进运动稍停顿或不能顺利 发 展，共 权 的 昭 穆 制 自 然 不 可 行。
所以春秋时人论封建，只能讲到文之昭、武之穆，成之昭、康之穆再也讲不下去了。杜 氏 混 淆 了 两 个 不 同 问 题，即 以 成 之 昭、
康之穆的形式继续分封诸侯的确未能持续，但是这并不能等同于昭穆制已经崩溃。因为文之昭、武之穆的格局仍然存在，并
有力地维护着姬周国族。即以大小宗之制而论，设若某大宗仅有一子，则此子继为宗子而已，那不过是未能衍生新的小宗而
已，此前所形成的大小宗仍然存在，并未一旦倾颓。杜氏自己也提及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西周晚期至东周初期的虢国墓地，其
中“死后‘身无长物’的穷人凭什么能和虢太子等贵人挤身于２８０×２００平方米的墓园内？除非他们也是虢氏族的成员，恐怕
没有其他更合理的解释。”［参见杜正胜：《周代 封 建 制 的 社 会 结 构》，载《中 国 上 古 史（待 定 稿）》（第３本），第１２５～１２６、１２９
页］。贵贱实际上也曲折地反映出亲疏，无疑虢太子的堂兄弟当不至于普遍沦落到“身无长物”。这种只计世次，不论亲疏的
墓园格局，正表明昭穆制虽已式微，却仍是姬周国族的坚实基底。
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全集》第６卷，第１３８～１４０页。
班固：《汉书》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４６页。
王子艺等与濞等为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污宗室。”①即其例。因此宣帝此诏实质是对未出五
服的犯罪宗室进行赦免，故沈家本置之于“述赦”之“改元”②，良是。由此逆推，当时宗室属籍应以五
服为次，亲尽去籍。《汉书》卷十二《平帝纪》，元始元年令“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者，复其属”③。《资治
通鉴》卷三十五录此令，胡注：“谓袒免以上亲以罪绝属籍者，复其属籍。”④显然，西汉宗室属籍乃是以
五服系亲疏，袒免以下则亲尽绝属。故而所有对宗室的优渥都以属籍为限。高敏将此句理解为“宗族
绝嗣者免役”⑤，是以“绝”为后嗣断绝；“复”为“复免”“复除”徭役；以“属”为亲属：三者皆误。绝，师古
释为“绝属籍”，是也。《汉书》卷六《武帝纪》，元光元年夏四月，“复七国宗室前绝属者”。师古曰：“此
等宗室前坐七国反故绝属，今加恩赦之，更令上 属 籍 于 宗 正 也。复 音 扶 目 反。”⑥ 七 国 绝 属 事 见 上 引
《汉书》卷五《景帝纪》三年夏六月诏。《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初，休侯富既奔京师，而王戊反，
富等坐免侯，削属 籍。”⑦是 则 武 帝 所 复 即 景 帝 所 绝 者。执 武 帝 诏 与 景 帝 诏 对 读，可 知“绝 属”即“除
籍”。此即史乘所常见之“绝属籍”。《后汉书》卷六《孝顺帝纪》阳嘉元年三月庚寅，“诏宗室绝属籍者，
一切复籍”⑧。卷十《皇后纪》明德马后传，于外亲管束甚严，“其美车服，不轨法度者，便绝属籍，遣归
田里”⑨。和熹邓皇后传，后从兄邓康被谮“诈疾而言不逊。太后遂免康官，遣归国，绝属籍”⑩。复，
胡三省释为“复其属籍”，是也。《周礼·地官·乡师》：“辨其可任者，与其施舍者。”郑注：“施舍，谓应
复免，不给徭役。”《释文》：“复音福。”瑏瑡《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乃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复十二
岁。”《正义》：“复音福。复三万户徙台下者。”瑏瑢按：“复属籍”音“扶又反”，奉母去声；“复徭役”音“福”，
非母入声。二音清浊去入对立，并不同音。六朝隋唐注音兼表义，所谓音义是也。“复属籍”为第二次
获得。《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以一命命?缺为卿，复与之冀。”杜注：“还其父故邑。”《释文》：“复，扶又
反，又音服。”瑏瑣音“扶又反”为第二次，音“服”为返还。《左传》桓公十七年：“高伯其为戮乎？复恶已甚
矣。”杜《注》：“复，重也。本为昭公所恶而复弑君，重为恶也。”《释文》：“复恶，扶又反，注同。一音服，
则乖注意。”瑏瑤《史记》卷十《孝文本纪》，文帝崩，治陵，“郎中令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见卒万六千人，发
内史卒万五千人，藏郭穿复土属将军武”。《集解》如淳曰：“主穿圹填瘗事者。”《索隐》：“复音伏。谓穿
圹出土下棺，已而填之，即以为坟，故云复土。复，反还也。又音福。”瑏瑥《汉书》卷四《文帝纪》颜注释义
同《索隐》，唯“音扶目反”瑏瑦。从“圹”的角度来看，“出土”之前所拥有的土在“穿圹出土”之际被去除，
下棺之后所去之土第二次获得。因此，师古注音为“扶目反”，正是第二次之义，当是沿用旧音。其与
司马贞释义为“反还”，乃自出胸臆。既释义为“反还”，故司马改“音伏”，以求音义相配。“又音福”，则
是着眼于“出土”的去除义，与“复徭役”同音。“复属籍”，又见《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元兴元年“夏
四月庚午，大赦天下，改元 元 兴。宗 室 以 罪 绝 者，悉 复 属 籍。”瑏瑧卷 六《孝 顺 帝 纪》，永 建 元 年 春 正 月 甲
寅，诏曰：“宗室以罪绝，皆 复 属 籍。”瑏瑨 由 此 数 文 亦 可 知，《平 帝 纪》之“复 其 属”，及 顺 帝 阳 朔 诏 之“复
籍”，皆即“复属籍”，“属”非亲属义，当指属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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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２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５３５～５３６页。
司马光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第３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１３１页。
高敏：《秦汉徭役的豁免条件与对象》，高敏：《秦汉史探讨》，郑州：中州古籍 出 版 社１９９８年 版，第１４１页。白 寿 彝 总 主 编《中
国通史》第４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丙编《典志》第１１章《徭役制度》为高敏所作，仍沿用己说。参 见 白 寿 彝：《中 国 通 史》
第４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７９１页。张仁玺、孔 令 杰 说 同。参 见 张 仁 玺：《秦 汉 家 庭 研 究》，北 京：中 国 社
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０５页；孔令杰：《论郑玄〈周礼注〉中的“复”和“有罪先请”》，《理论学刊》２０１２年第７期，第１０４
页。
班固：《汉书》第７册，第１９２５页。
⑨⑩瑏瑨　范晔：《后汉书》第２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２６０、４１３、４２９、２５２页。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３册，第１７４页。
司马迁：《史记》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０９～３１０页。
瑏瑤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氏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６册，第２９１、１２９页。
司马迁：《史记》第２册，第５４３、５４４页。
范晔：《后汉书》第１册，第１９３页。
《汉书》卷四《文帝纪》四年：“夏五月，复诸刘有属籍，家无所与。”①在宗室属籍上的就不用服赋役
了。卷九《元帝纪》初元元年夏四月又诏：“赐宗室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② 既以“有属籍”为限，可
见皇帝本人非常清楚刘氏宗亲中有相当人众是没有属籍的。这就意味着，不在属籍，亦即袒免以外的
刘氏宗人，已然亲尽，不被皇帝和朝廷视为宗室亲属。卷十一《哀帝纪》的记载更能说明问题：哀帝即
位后，“大赦天下，赐宗室王子有属者马各一驷”③。其时汉代立国已二百年，国初所封诸侯王至今大
抵已出五服，因此哪怕贵为王子，却不在宗室属籍了。《史记》卷五十二《齐悼惠王世家》，主父偃言于
武帝：“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今齐王于亲属益
疏。”④此齐厉王为高祖玄孙，于武帝尚未出五服，已觉“亲属益疏”。《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建武
十三年二月丙辰，诏曰：“长沙王兴、真定王得、河间王邵、中山王茂，皆袭爵为王，不应经义。其以兴为
临湘侯，得为真定侯，邵为乐成侯，茂为单父侯。”李注：“以其服属既疏，不当袭爵为王。”⑤宗室明确以
五服叙族，始见于王莽称帝之后。《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莽称帝后“封王氏齐衰之属为侯，大功为
伯，小功为子，缌麻为男，其女皆为任”⑥。以服等定亲疏，以亲疏定尊卑。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渭阳
乡刘家山东汉墓曾出土２３枚自带编号的竹简，内容为东汉末年桓帝延熹元年宗正刘柜关于宗室事上
报皇帝的奏疏及皇帝处理此事的诏书。其第１—２简奏疏引用桓帝永寿三年诏书有云：“宗室审诸侯
五属内，居国界，有罪，请；五属外，便以法令治；流客虽五属内，不得行复除。”第１２简：“建武七年十月
二（残）宗室不以理，司（残）州牧举宗室有属，尽励无所（残）。”第１３简：“诏书：宗室属尽当复，谳 廷
（残）。”第１９简：“诏书：宗室有属，属尽皆勿事。”⑦邢义田释曰：“将以上残简内容合起来看，很可能自
建武七年，汉宗室各支即以五服或五属界定宗亲的亲疏和特权。五服以内，有罪上请，可除复徭役；五
服以外，虽为宗亲，无特权可享。流客指未著录名籍者，虽在五服之内，也不得免徭役。”⑧
平民的资料虽然不多，也可以略为稽考。《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汉五年，定天下，论功行
封。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功臣不服，高帝陈说萧何之功，有曰：“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
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⑨可见萧何虽为平民，却有清晰明确的“宗”，可以确切地知道“举
宗”的人数。
《汉书》卷十二《平帝纪》，元始“五年春正月，舉祭明堂，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八人、宗室子
九百余人征助祭”。诏曰：“朕以皇帝幼年，且统国政，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
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虽有王侯之属，莫能相纠，或陷入刑罪，教训不至之咎也。传不云乎：‘君
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其为宗室自太上皇以来族亲，各以世氏，郡国置宗师以纠之，致教训焉。”瑏瑠吴
顷王刘仲为高祖兄，楚元王刘交为高祖弟，二人之后亦为汉宗室，故不以高祖而悬太上皇为始祖，凡太
上皇子孙共十余万人，不计服属亲疏，只论世氏，总为一族。毫无疑义，元始元年诏乃申汉宣故事，仍
以五服系族；而元始五年袷祭及 诏，则 是 序 昭 穆，当 出 王 莽 复 周 礼 之 意瑏瑡。《后 汉 书》卷 十 二《刘 永 列
传》：“刘永者，梁郡睢阳人，梁孝王八世孙也。传国至父立。元始中，立与平帝外家卫氏交通，为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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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⑩　班固：《汉书》第１册，第１２０、２７９、３３４、３５８页。
司马迁：《史记》第６册，第２４２２页。
范晔：《后汉书》第１册，第６１页。
班固：《汉书》第１２册，第４１０４页。
李均明、何双全编：《散见简牍合辑》，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５～８页。
邢义田：《秦或西汉和奸案中所见的亲属伦理关系》，氏著：《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５３２
页。
司马迁：《史记》第６册，第２４３４页。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十五曰：“时诸侯 王 皆 同 编 户 民，无 足 惮 者。然 以 十 余 万 之 众，虑 诸 刘 相 结 起 事，故 阴 置 其 所 厚 党 于 王
氏，斫丧公室者，阴检束之，非教训其人 也。”参 见 何 焯 著，崔 高 维 点 校：《义 门 读 书 记》（上 册），北 京：中 华 书 局１９８７年 版，第
２５５页。此以后世权奸例莽，失之远矣。若王莽意在斫丧刘氏，正当严亲尽绝属之法，而乃行本支百世之制。又据《后汉书》
卷十五《李通列传》，通父守“初事刘歆，好星历谶记，为王莽宗卿师”。李注：“平帝五年，王莽摄政，郡国置宗师以主宗室。盖
特尊之，故曰宗卿师。”参见范晔：《后汉书》第３册，第５７３页。《资治通鉴》胡注：“莽置宗师主汉宗室耳，此宗卿师，莽篡位时
所置也。”参见司马光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第３册，第１２３５页。既言“为王莽宗卿师”，当以胡氏为长。然由章怀也可知
莽之宗卿师与汉宗师乃一官而称异。若然，将谓莽亦欲斫丧王氏邪？
所诛。更始即位，永先诣洛阳，绍封为梁王，都睢阳。”①卷二十六《伏隆列传》载隆移檄曰：“梁王刘永，
幸以宗室属籍，爵为侯王。”②梁孝王为文帝子，则刘永为文帝九世孙，已出袒免。但是更始以其在宗
室属籍而绍封梁王，可见其时宗室属籍已不同于哀帝时仅录“宗室王子有属者”。《后汉书》卷三十九
《刘般列传》：“刘般字伯兴，宣帝之玄孙也。宣帝封子嚣于楚，是为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纡，纡
生般……初，纡袭王封，因值王莽篡位，废为庶人，因家彭城。般数岁而孤，独与母居。王莽败，天下
乱，太夫人闻更始即位，乃将般俱奔长安。会更始败，复与般转侧兵革中，西行上陇，遂流至武威。”③
刘般投奔更始，应当也是想凭借“宗室属籍”，得以绍封楚王。当然，刘般尚在服属。
邢义田曾深入研究早期中国宗族社会的状况，其结论为：“中国古代社会最基础的宗族或家族，在
居住形式和生活手段上有十分强烈的延续性。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以血缘关系为主的群体，不论称之
为氏族、宗族或家族，即维持着聚族而居、族墓相连、生业相承的生活。依考古资料而论，居住区、墓葬
区与生产区相连的遗址发现，从新石器时代可以延续到西汉。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看似为历史塑造
新貌，实际上有些是朝向回复传统而努力。例如齐管仲的乡邑什伍之制，是颇有意借新的行政组织，
强化旧聚落共同体的精神，达到强兵称霸的目的。列国为控制人口，都企图扭转迁居改业的现象，并
恢复旧聚落不迁居、不改业的传统。秦国变法最为彻底，但对族姓聚居的传统聚落，并没有完全破坏。
封建世袭的贵族虽已远去，但作为封建制基础的宗族制并未完全动摇。在进入郡县时代以后，个别的
小家庭不论高宦或平民，在相当程度上仍维持着同族聚居、同族而葬、家业相承的生活方式。秦汉一
统，动乱结束。家族或宗族得以长期聚居，在安定中不断繁衍，又因家业世承，利害与共，坟墓相连，祭
祀同福，同族意识得以增强，族的力量也就日趋强大。西汉政府虽曾力图打压大姓豪族，实际上效果
有限。莽末群雄起事，一个主要的力量就是地方的大姓豪族；东汉以后，‘世族’势力更上层楼，终于发
展成魏晋至隋唐那样的贵族社会。这可以说是千百年来一个以宗族为基础的社会不断延续发展的结
果。”④至若一般民众之叙族，秦 汉 刑 罪 有 及 于 三 族 者，但 是 历 来 对 三 族 有 不 同 的 理 解。《汉 书》卷 一
《高帝纪》下：“贯高等谋逆发觉，逮捕高等，并捕赵王敖下狱。诏敢有随王，罪三族。”张晏曰：“父母、兄
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⑤杜正胜《传统家族结构的典型》历稽载籍，结以“三族除
父母、妻子和同产外，不可能有更正确的解释”⑥。检《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对梁惠王曰：“彼夺其民
时，使不得耕耨，以养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对齐宣王曰：“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
以无饥矣。”⑦一己与妻子为三口，两兄弟各三口共六口，加上父母，正好八口。若然，父母、兄弟即同
产、妻子，乃是日常同居的一家一户。《汉书》卷二《惠帝纪》，惠帝即位，诏：“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
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配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所与。”师古曰：“同居，谓父
母妻子之外若兄弟之子等见与同居业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财也。”⑧ 睡 虎 地 秦 简《律 说》：“何 谓 同 居？
户为同居。”⑨父母、兄弟、妻子约八口在一所住宅中同居共财，也就在户籍上登记为一户瑏瑠。所谓“夷
三族”，也正是将这一家八口全部处死。沈家本曾有疑于史籍：“《主父偃传》‘遂族偃’；《郭解传》‘大逆
无道，遂族解’；《公孙贺传》‘遂 父 子 死 狱 中，家 族’：此 三 传 之 言 族 者，似 皆 止 于 一 家。”瑏瑡实 则 本 无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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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后汉书》第２册，第４９４页。
范晔：《后汉书》第４册，第８９９页。
范晔：《后汉书》第５册，第１３０３～１３０４页。
邢义田：《从战国至西汉的族居、族葬、世业论中国古代宗族社会的延续》，氏著：《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４３２－４３３
页。
⑧　班固：《汉书》第１册，第６７，８５～８６、８８页。
杜正胜：《传统家族结构的典型》，氏著：《古代社会与国家》，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２年版，第８２８页。
焦循：《孟子正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６８、９５页。按《公羊传》宣 公 十 五 年：“什 一 者，天 下 之 中 正 也。什 一
行，而颂声作矣。”何注：“故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妇受田百亩，以养父 母 妻 子 五 口 为 一 家。公 田 十 亩，即 所 谓 什
一而税也。”参见何休注，徐彦疏：《公羊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７册，第２０８页。一 夫 养 一 父 一 母 一 妻 一 子 共 五 口，
因此八口之家最可能是五口加上同居之兄弟妻子三口。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图版第５０页，释文第９８页。
在商君分异令之后，分家的兄弟、出嫁的姐妹也都连坐，而出嫁之女有罪也连坐其娘家兄弟。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７３页。
疑。
《后汉书》卷三《章帝纪》：“元和元年诏曰：‘往者妖言大狱，所及广远，一人犯罪，禁至三属。’”李
注：“三属，即三族也。谓父族、母族及妻族。”①杜正胜据以认为如淳的解释“恐怕也有背景”：“这些不
得仕宦的‘三属’当系受连累而当禁锢者，与陪同主犯诛戮的‘三族’不同，禁锢范围可能大及父、母、妻
三族之成员，但诛戮则只限于父母、妻子、同产而已。由于‘族’‘属’义通，故产生混淆。”②?谷至则不
同意旧注：“在这段文字前面，诏书还引用了《书经·康诰》中的‘父不慈，子不癨，兄不友，弟不恭，不相
及’部分。从引用的这部分文字来看，‘三属’应该是指父母、妻子和兄弟。不管怎么说，可以肯定的
是，当时服制还没有起到区别亲属亲疏的作用。”③虽然诏书所引用的《康诰》确有“兄”“弟”字样④，但
是古人引书往往“断章取义”，不必强求字字对应。且当时服制已经在区别亲属亲疏，观上引宣平诏令
可知。张建国也指出：“如果考虑此处语境，实际上文中的‘禁’是指‘禁锢’不得为官，所以李贤那样注
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其中的‘母’、‘妻’等女性不做官，谈不上对她们禁锢。”⑤
又有所谓“七族”。《史记》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载阳《狱中上梁孝王书》云：“荆轲之湛七
族。”《集解》引张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孙。”《索隐》则引：“又一说云，父之族，一也；姑之子，二
也；姊妹之子，三也；女子之子，四也；母之族，五也；从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⑥
沈家本则从经学角度考论“三族”出于“九族”，并论其说曰：“三族之说，诸家不同。汉儒说《尚书》
九族者，有今古文之异说，三族者就九族中推衍而出，故亦两说并行也。《书·尧典》‘以亲九族’，郑玄
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孙，凡九族。’马融同，见《释文》。此古文《尚书》说也，皆同姓有服者，孔传
亦承用之。观于《诗·葛雃》序毛传云：‘据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孙。’⑦《汉书·高纪》‘七年，置宗正以
序九族’，可见汉初以九族为同姓，皆古文家说也。夏侯、欧阳等以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皆据异姓有服。许慎《五经异义》、应劭《风俗通》皆主之，此今文《尚书》说也。杜预《左传注》（桓六年）
说虽小异，然亦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仍即今文之说而稍变之。《周礼·小宗伯》三族，郑玄注谓
父、子、孙，张晏之说本之，《泰誓》孔传亦同，盖衍自古文之说。如淳分父、母、妻三族，盖衍自今文之
说。”⑧对于《尚书》“九族”的今古文解释都是基于《丧服》五服，在有服亲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亦即以是
否有服来确认是否有亲。但在亲族的认定方面，今文家宽，包含由婚姻形成的有服异姓亲属；古文家
严，只计有服同姓直系亲属；今古文说的区别即在于是否及于异姓。许叔重不愧五经无双，这一点看
得极准⑨。推宕开来，旧说对于“三族”“七族”的分歧，也都是以此分界。尤其张晏对“三族”与“七族”
的解释，其内在理路也是一致的，正如沈家本所言，是源于古文说的同姓直系服亲。
周室封建，多有异姓，故而周礼之天下秩序必须聚合异姓为一家，方能达致天下太平。《左传》：
“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杜注：“天子谓异姓诸侯曰伯舅。”瑏瑠这是
从姻亲关系来称呼异姓诸侯，尊异姓诸侯为母族。《尚书·周书·吕刑》：“王曰：呜呼！敬之哉！官
伯、族姓，朕言多惧。”瑏瑡裘锡圭认为：“在宗法制度下，统治者可以把全国各宗族的人都看作自己的亲
属。上引《吕刑》的‘族姓’，显然就不仅仅是指王族的族人而言的。《国语·越语上》说勾践‘栖于会稽
之上’时号令三军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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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后汉书》第１册，第１４７～１４８页。
杜正胜：《传统家族结构的典型》，氏著：《古代社会与国家》，第８２９页。
?谷至著，柴生芳、朱恒晔译：《秦汉刑罚制度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７８页。
此乃引《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所述《康诰》说，非《康 诰》佚 文。参 见 阮 元：《蝟经 室 续 集》卷 一《左 传 引 康 诰 解》，氏 著：《蝟经 室
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０１４～１０１５页。
张建国：《夷三族解析》，《法学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６期，第１４８页脚注６。
司马迁：《史记》第８册，第２９８５、２９８６页。
引者按：此为郑玄《笺》。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７２页。
参见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９５～１９７页。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氏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６册，第２１８页。
孔安国注，孔颖达疏：《尚书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册，第３０３页。
所说的‘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甚至包括了越国国都里的全部国人。所以‘百姓’一称既可以指本族
族人，也可以泛指全国各宗族的族人，也就是整个统治阶级，是一点也不奇怪的。”①这“全国各宗族的
族人”多为庶民，称之为“统治阶级”，不甚恰当。
以《丧服》五服划定直系亲属的范围，始于战国，而大行于秦汉。《新书·六术》：“人之戚属，以六
为法。人有六亲：六亲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为从父而昆弟，故为从父昆弟；
从父昆弟又有子，子从祖而昆弟，故为从祖昆弟；从祖昆弟又有子，子从祖而昆弟，故为从祖昆弟；从祖
昆弟又有子，子从曾祖而昆弟，故为从曾祖昆弟；从曾祖昆弟又有子，子为族兄弟：备于六，此之谓六
亲。”②正是同姓直系五服内亲属。《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载匡衡《告谢毁庙文》：“天序五行，人亲
五属。”师古曰：“五属谓同族之五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也。”③是则以同族服亲为最核心也
最重要的亲属，乃是汉人共识。《汉书》卷十一《哀帝纪》，成帝无嗣，以元帝庶孙欣为太子，是为哀帝。
哀帝建平二年尊其本生父母及祖母，诏曰：“汉家之制，推亲亲以显尊尊。”师古曰：“天子之至亲，当极
尊号。”④又卷九十九《王莽传》：莽称帝后“封王氏齐衰之属为侯，大功为伯，小功为子，缌麻为男，其女
皆为任”⑤。则进而以服等定亲疏，以亲疏定尊卑。《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光和二年四月“丁酉，大
赦天下，诸党人禁锢，小功以下皆除之”。其详则见卷六十七《党锢列传》：“于是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
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光和二年，上禄长和海上言：‘礼，从祖兄弟别居异
财，恩义已轻，服属疏末。而今党人锢及五族，既乖典训之文，有谬经常之法。’帝览而悟之，党锢自从
祖以下，皆得解释。”⑥由是可知，至东汉后期，禁锢的范围已由异姓服亲改为同姓服亲。灵帝禁锢党
人超出正常范围，延及五服，经和海上言，方复于三族。于是禁锢与诛夷的范围乃相一致。《后汉书》
卷七十八《宦者列传》：“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李注：“三族，父族、母族、妻
族也。夷，灭也。参夷，夷三族也。五宗，五服内亲故也。”⑦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光宠当然遍于异
姓服亲；而刑罪所及，则为同姓服亲之或三或五。范氏行文，可谓严谨。
永嘉之后，南北士族叙族之法遂异。南人精通丧服，即以五服规模同姓亲属，秉持秦汉制度。北
方则因需抵御外侮，遂以昭穆叙族，且注重和合异姓姻亲，远绍周礼遗风。
《颜氏家训·风操篇》：“凡宗亲世数，有从父，有从祖，有族祖。江南风俗，自兹以往，高秩者，通呼
为尊，同昭穆者，虽百世犹称兄弟；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
叔。梁武帝尝问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当时虽为敏
对，于礼未通。”⑧此“礼”乃《丧服》，“族”即五属。“敏对”云者，南人仅许夏侯应对机敏，但认为他不
以五服叙族当然不合礼制。万绳楠所记《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据《南史》指实梁武所问“中土
人”为夏侯。《南史》卷五五《夏侯祥传》附子传：“侍御坐，（梁武）帝谓曰：‘夏侯溢于卿疏近？’
答云：‘是臣从弟。’帝知溢于已疏，乃曰：‘卿伧人，如何不辨族从？’对曰：‘臣闻服属易疏，所以
不忍言族。’时以为能。”“服属易疏”较之“骨肉易疏”更合语境，弃“服属”正所以亲“骨肉”。陈氏复言：
“南北对族人称呼的不同，从中亦可见南北家族观念的不同。”⑨陈氏又举《宋书》卷四六《王懿传》：“字
仲德，太原祁人，晋太元末，徙居彭城。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
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仲德闻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礼之甚薄，因至姑熟投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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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氏著：《裘锡圭学术文集》第５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３５页。
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第３１７页。
班固：《汉书》第１０册，第３１２１、３１２２页。
班固：《汉书》第１册，第３３９页。
班固：《汉书》第１２册，第４１０４页。
范晔：《后汉书》第８册，第２１８９页。
范晔：《后汉书》第９册，第２５１０页。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第８６～８７页。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２８页。
玄。”①此“同姓谓之骨肉”，即上引夏侯言“骨肉易疏”之“骨肉”。同姓以五服叙族则亲尽。南人行
之，故不恤同姓，远而来投，乃不为礼。可见，五服制的实践在实质上是反儒学的。五服之外，亲戚尚
且不认，又何能亲亲仁民爱物，兼济天下！近日有学者以为五服制才能成就家国天下之抱负，这是过
于陷溺于经学话语，想当然尔，无视于五服制在古代社会中生活实践所产生的真实后果。
陈寅恪曾论汉晋儒学世家的特征为“服膺儒教”：“服膺儒教即遵行名教（君臣、父子等）。其学为
儒家之学，其行必须符合儒家用来维系名教的道德标准与规范，即所谓孝友、礼法等等。”②《孝经·开
宗明义章》：“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③《释文》引郑玄注：“至德，孝悌也；要道，礼乐也。”④孝悌之
至德与礼乐之要道，正是汉晋儒学名教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学世家的传家之本。《晋书》卷三十三《何
曾列传》：“曾性至孝，闺门整肃，自少及长，无声乐嬖幸之好。年老之后，与妻相见，皆正衣冠，相待如
宾。己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毕便出。一岁如此者不过再三焉。初，司隶校尉傅玄著论称曾
及荀靑曰：‘以文王之道事其亲者，其颍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称曾、闵，今日荀、何。内尽其心以事
其亲，外崇礼让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仪表也。《诗》云：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乐中正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
曰：‘颍昌侯之事亲，其尽孝子之道乎！存尽其和，事尽其敬，亡尽其哀，予于颍昌侯见之矣。’又曰：‘见
其亲之党，如见其亲，六十而孺慕，予于颍昌侯见之矣。’然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
膳滋味，过于王者。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万钱，犹曰
无下箸处。人以小纸为书者，敕记室勿报。刘毅等数劾奏曾侈’无度，帝以其重臣，一无所问。都官
从事刘享尝奏曾华侈，以铜钩黻(车，莹牛蹄角。后曾辟享为掾，或劝勿应，享谓至公之体，不以私憾，
遂应辟。曾常因小事加享杖罚。其外宽内忌，亦此类也。时司空贾充权拟人主，曾卑充而附之。及充
与庾纯因酒相竞，曾议党充而抑纯，以此为正直所非。”⑤此等儒学世家虽以孝礼传家，但是因受限于
以五服叙族，不能外推仁爱，在族内虽极尽亲亲之爱，对族外却极其刻薄寡恩。不止于此，西汉元帝
时，丞相韦玄成欲改定庙制，但是他所定的七庙，乃欲仅仅以亲亲之恩裁断一切，完全不顾天子礼必须
具备亲亲之上的尊尊，以为万民仪表与万世法度，以致其庙议最终归于失败⑥。可见在五服叙族的汉
晋儒学世族中，亲亲尊尊实质上是断裂的。这样的儒学世家，也无法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晋
书》卷四十三《王戎列传》附从弟衍：“后历北军中候、中领军、尚书令。女为愍怀太子妃，太子为贾后所
诬，衍惧祸，自表离婚。贾后既废，有司奏衍，曰：‘……衍备位大臣，应以义责也。太子被诬得罪，衍不
能守死善道，即求离婚。得太子手书，隐蔽不出，志在苟免，无忠蹇之操。宜加显责，以厉臣节。可禁
锢终身。’从之……后拜尚书令、司空、司徒。衍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说东海
王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
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识者鄙之。”⑦其行事
毫无担当，为了维持家族势力，重用未出五服的族弟，却置天下国家于不顾。
北人不重服属，故同姓可以通谱。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四《通谱》：“北人重同姓，多通谱系，南
人则有比邻而各自为族者。”⑧其通谱之法，则是序昭穆。《南史》卷五十八《韦睿列传》附韦鼎：“陈亡，
驿召入京，授上仪同三司，待遇甚厚。时吏部尚书韦世康兄弟显贵，隋文帝从容谓鼎曰：‘世康与公远
近？’对曰：‘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卿族，岂忘本也。’命官给酒肴，遣世康请鼎还
杜陵。鼎乃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余世，并考昭穆，作《韦氏谱》七卷示之，欢饮十余日乃还。”⑨隋文以
北帝责南士，故曰“忘本”，即疏远始祖之子孙，不以同姓为骨肉。在隋文帝看来，士族哪怕繁衍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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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注，邢籨疏：《孝经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８册，第１０页。
陆德明：《经典释文》（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３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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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仍然应当同姓相亲。韦鼎在南，不知昭穆。及入北，即上溯始祖，考昭穆二十余世，得以与同姓世康
南北通谱，合为一族，复为骨肉。《旧唐书》卷九十九《张九龄列传》：“开元十年，三迁司勋员外郎。时
张说为中书令，与九龄同姓，叙为昭穆，尤亲重之。常谓人曰：‘后来词人称首也。’九龄既欣知己，亦依
附焉。”①《新唐书》卷七十六《后妃列传》则天武皇后传，则天私薛怀义，“诏与太平公主婿薛绍通昭穆，
绍父事之”②。又卷二一《藩镇列传》魏博罗弘信附子绍威传：“江东罗隐工为诗，绍威厚币结之，通
谱系昭穆。”③此亦以同姓而通谱。《新唐书》卷一六《杜正伦列传》，正伦相州洹水人，“与城南诸杜
昭穆素远，求同谱，不许，衔之”④。《新唐书》卷二二三《奸臣列传》李义府传：“义府已贵，乃言系出赵
郡，与诸李叙昭穆，嗜进者往往尊为父兄行。给事中李崇德引与同谱，既谪普州，亟削去，义府衔之。
及复当国，傅致其罪，使自杀于狱。”⑤此则新起权贵欲攀附旧族而不得者。
北魏孝文帝以汉制改造鲜卑，即行昭穆之法以合宗室。《魏书》卷十九《景穆十二王列传》任城王
澄传：“时诏延四庙之子，下逮玄孙之胄，申宗宴于皇信堂，不以爵秩为列，悉序昭穆为次，用家人之礼。
高祖曰：‘行礼已毕，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赋诗。’特令澄为七言连韵，与高祖往复赌赛，遂至极欢，
际夜乃罢。”⑥《周书》卷二十七《宇文测列传》：“令测详定宗室昭穆，远近附 于 属 籍。”⑦即 以 昭 穆 定 宗
室，出于五服之远属仍入宗室属籍。《新唐书》卷一八七《王敬武列传》附子师范传：“乃族师范于洛阳。
先是，有司坎第左，告之故。师范乃与家人宴，少长列坐，语使者曰：‘死固不免，予惧坑之则昭穆失序，
不可见先人地下。’酒行，以次受戮者二百人。”⑧是其聚族，同居共爨，以昭穆叙族。
甚而有一族之内，由昭穆而进至“大同”。《晋书》卷九十一《儒林列传》?毓传：“?毓字稚春，济北
卢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时人号其家：‘儿无常父，衣无常主。’”⑨不但做
到族内共财，还打破了血亲壁垒，真正实现只论世次之父子辈，而无血缘之父子私。
其于亲亲，也是兼顾婚姻中表，不限于同姓。如闻喜裴氏，《世说新语·德行》：“梁王、赵王，国之
近属，贵重当时。裴令公岁 请 二 国 租 钱 数 百 万，以 恤 中 表 之 贫 者。”瑏瑠裴 令 公 即 裴 楷。《梁 书》卷 三 十
《裴子野列传》：“子野在禁省十余年，静默自守，未尝有所请谒。外家及中表贫乏，所得俸悉分给之。
无宅，借官地二亩，起茅屋数间，妻子恒苦饥寒。唯以教诲为本，子侄祗畏，若奉严君。”瑏瑡唐代世族犹
有此习。赵瞞《因话录》卷二：“裴尚书武，奉寡嫂，抚甥侄，为中表所称。”瑏瑢王谠《唐语林》卷一《德行》：
“姚崇每与儿孙会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别姓耳。’遣与儿侄连名。”瑏瑣“李尚书頒性仁爱，厚于中外亲
戚，时推为首。尝为一簿，遍记内外宗族姓名，及其所居郡县，置于左右。历官南曹，牧守及选人相知
者赴任所，常阅籍以嘱之。”瑏瑤就此而言，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以实地调查所得的性别分组与昭穆制恰
恰相反：“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
外扩大。构成这个我所谓社圈的分子并不限于亲子。但是在结构上扩大的路线却有限制。中国的家
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就是只包括父系这一方面；除了少数例外，家并不能同时包括媳妇和女婿。在
父系原则下女婿和结了婚的女儿都是外家人。在父系方面却可以扩大得很远，五世同堂的家，可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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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五代之内所有父系方面的亲属。”①
范阳卢氏即典型地表现出以昭穆合族，兼顾姻亲中表，以礼持家，而为当时一等世族。《魏书》卷
四十七《卢玄列传》，玄子度世，“李氏之甥。其为济州也，国家初平升城，无盐房崇吉母傅氏，度世继外
祖母兄之子妇也；兖州刺史申纂妻贾氏，宗吉之姑女也，皆亡破军途，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计中表，致其
恭恤。每觐见傅氏，跪问起居，随时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赈贾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诸崔坠落，多所
收赎。及渊、昶等并循父风，远亲疏属，叙为尊行，长者莫不毕拜致敬。闺门之礼，为世所推。谦退简
约，不与世竞。父母亡，然同居共财，自祖至孙，家内百口。在洛时有饥年，无以自赡，然尊卑怡穆，丰
俭同之。亲从昆弟常旦省谒诸父，出坐别室，至暮乃入。朝府之外，不妄交游，其相勖以礼如此”②。
所谓“继外祖母兄”为祖辈，“继外祖母兄之子妇”则为父辈，昭穆“次世之长幼，而等胄之亲疏”，故卢度
世不计较自身与傅氏的亲缘远近，只论其为父辈，即“跪问起居”。其子于“远亲疏属，叙为尊行，长者
莫不毕拜致敬”，亦是昭穆之义。其家“亲从昆弟常旦省谒诸父”则分明为大同世之“不独亲其亲，不独
子其子”。是则《礼运》“大同”在先秦或为悬想，至北朝则籍昭穆之复兴而为儒门世族所践行。卢氏一
门之中，颇有行仁义者。《魏书》卷四十七《卢玄列传》：“义僖少时，幽州频遭水旱，先有谷数万石贷民，
义僖以年谷不熟，乃燔其契。州里悦其恩德……义僖性清俭，不营财利，虽居显位，每至困乏，麦饭蔬
食，忻然甘之。”③《北齐书》卷二十二《卢文伟传》：“及北方将乱，文伟积稻谷于范阳城，时经荒俭，多所
赈赡，弥为乡里所归……防守二年，与士卒同劳苦，分散家财，拯救贫乏，莫不人人感说。”④正是昭穆
叙族，使得北方世族得以将亲亲之爱转化为仁爱，扩展及于乡里。在仁爱的伸展之中，自身的修养也
得以深厚，不以人生享乐为意。
唐代叙族多以昭穆。尤 其 北 朝 后 期 始，累 世 同 居 的 平 民 家 族 逐 渐 增 多，其 叙 族 方 式 实 为 昭 穆。
《旧唐书》卷一八八《孝友列传》三《刘君良传》：“刘君良，瀛州饶阳人也。累代义居，兄弟虽至四从，皆
如同气，尺布斗粟，人无私焉……盗起，闾里依之为堡者数百家，因名为义成堡。武德七年，深州别驾
杨弘业造其第，见有六院，唯一饲，子弟数十人，皆有礼节，咨嗟而去。贞观六年，诏加旌表。”刘传附
《宋兴贵传》：“又有宋兴贵者，雍州万年人。累世同居，躬耕致养，至兴贵已四从矣。高祖闻而嘉之，武
德二年，诏曰：‘……宋兴贵立操雍和，志情友穆，同居合爨，累代积年，务本力农，崇谦履顺。弘长名
教，敦励风俗，宜加褒显，以劝将来。可表其门闾，蠲免课役。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兴贵寻卒。”四从
已超出五服图三从族兄弟之外，显为昭穆。又附《张公艺传》：“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北齐
时，东安王高永乐诣宅慰抚旌表焉。隋开皇中，大使、邵阳公梁子恭亦亲慰抚，重表其门。贞观中，特
敕吏加旌表。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过郓州，亲幸其宅，问其义由。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
高宗为之流涕，赐以缣帛。”⑤只有行昭穆才能九代同居。也正是这类行昭穆的北方家族，才能在乱世
蔽翼闾里，将仁爱之翼伸展及于国家。
综上所述，丧服制度并未真正解决家国天下问题。丧服制度在根本上是一个切割亲族的制度，兴
起于春秋战国，延及于汉晋南朝。在历史实践中，其所造成的“亲尽”，导致了周代封建制的崩溃与汉
晋南朝世族的狭隘，无力混一华夏，仁爱天下。反之，作为差序格局真实基底的昭穆制度，则是真正可
以将仁爱由家国推及天下的制度。昭穆制度的核心是不问亲疏，当族人日益增多时又能使之井然有
序。昭穆制度合和同族异姓以臻于天下一家，曾是西周封建制的根基，中断于春秋战国，西汉末重新
复活，并大行于北朝。北朝世族以昭穆合族，兼顾姻亲中表，以礼持家，“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在
族内实现儒学之大同理想。而以昭穆累世同居之平民家族，在乱世尤能蔽翼乡里，伸展其仁爱之翼。
五　社会学的历史想象力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提出的理解中国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和逻辑的经典概念，它是费孝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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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对这一概念的阐释史构成了中国社
会学界的一道独特景观①。
中国社会学史上从未有过其他任何一个概念获得学界如此广泛的关注，而学者对“差序格局”的
阐释与建构也可谓众说纷纭，难有定论。这固然与费孝通当年提出这个概念时没有给出规范和严谨
的学术界定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概念具有高度的解释力和丰富的内涵。在扩展性研究中，“差
序格局”作为元概念的本真内涵往往被忽视，尤其是仅仅基于社会学理论的推演，而扩展到经典概念
本身并不涵括的维度，容易造成对经典概念的误读。探源式研究为我们呈现了经典概念产生之初的
社会和文化语境，但对经典概念的内涵本身缺乏深入探析。对于“差序格局”这样的经典概念的研究，
必须严格区分创始者提出时的主观意图和社会语境，与此后经典化过程中原意的逐步淡化消失。基
于社会学理论而脱离原创语境对经典概念内涵的无限放大和无边扩展，无益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话语
体系建构。
对“差序格局”这一经典概念的历史性思考是近年来历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脉络，建立了“中
国历史上知识构成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②，成为历史社会学研究的范式之一。在中国社会学的历
史转向背景之下，社会学“需要具备观念的历史视野以及充分利用历史资料”③。对此，学界已具有越
来越高的学术共识。但接下来的问题是：社会学家该如何利用历史资料？也即，社会学如何展开历史
想象力？基于对以“差序格局”为中心的探讨，本研究力图尝试回应这一问题。
丧服制度是经学制度之一。当代学者在以丧服制度探讨差序格局时，实质上是以经学中静态的
丧服制度来框套活泼泼的差序格局。西汉时期，儒家经学获得独尊地位，从而奠定了此后历代王朝统
治意识形态。试观西汉一朝经学变迁，即可明白：经学尤其是经学中的制度，作为一种书面理想，与现
实政治、社会、生活存在着鸿沟，不可直接付诸应用。汉初经学以鲁诗最为正宗，因而鲁诗成为今文经
学的基底。鲁诗宗师“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④。鲁诗在师徒传授过程中
笃守师传，不作任何发挥，所以王充《论衡·定贤篇》称之曰：“传先师之业，习口说以教，无胸中之造，
思定然否之论。邮人之过书，门者之传教也。封完书不遗，教审令不误者，则为善矣。儒者传学，不妄
一言，先师古语，到今具存。”⑤“传”是“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⑥，因此申公不为。“不妄一言”的
申公也是有意疏离现实政治的。武帝继位，欲立明堂，召申公，“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
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⑦此后武帝又欲封禅，其初也是招致申
公弟子徐偃、周霸 等 定 礼 仪，没 想 到“群 儒 既 已 不 能 辨 明 封 禅 事，又 常 牵 拘 于《诗》《书》古 文 而 不 能
骋”⑧。这样的经学显然无法与政治产生联系。故儒生乃有改弦更张者：倪宽“有俊材，初见武帝，语
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尚书》一篇。欧阳、大小夏侯氏
学皆出于宽。”⑨所谓“朴学”即指丝毫不能脱离文本的申公《诗》学。至于西汉之亡，王莽篡汉，“莽意
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
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瑏瑠王莽适与汉初申公相反，盲目地认为经学已经指明了通往太平盛世的坦途，
当世之要务就是将经学制度付诸施行。其后果，则是神州板荡，国破身亡。可见，申公竭力保持经学
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是极为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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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经学制度是不可轻易付诸历史实践的，这也就意味着，历代经学制度和文本与过往真
实的历史实践之间存在着距离。丧服制度仅仅在战国秦汉魏晋南朝时期作为现实的叙族方式，且丧
服制度的历史实践与儒学“亲亲仁民爱物”的理想相违背。昭穆制度在汉代以来以儒学重构家国天下
的历程中复兴，并取代丧服制度成为现实的叙族方式，进而使得北朝世族在家族之内实现“大同”理
想，最终令唐宋以后直至晚清民国累世聚居的平民家族成为可能。
因此，将一个经典社会学概念置于历史视野中进行社会学研究之时，需要鉴别历史资料，也即社
会学研究者所运用的历史资料是否可以让我们触摸到真实的历史脉络，切不可直接将经学制度等同
于历史社会现实。进而言之，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全盘接受书面的经典性知识，而忽视具体的
实践过程和运作逻辑。对历史文本和历史实践，尤其是不同层次历史实践的精准区分和辨析，将有助
于进一步完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并建构对于历史真实的社会学认知。
社会学要展开历史想象力，必须基于对史料的鉴别与区分。中国五千年历史留下了浩如烟海的
历史文献资料，这一方面为我们从事历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的研究工
作带来了挑战。相较于历史学，社会学以理论建构见长，而历史真实是提炼和建构历史社会学理论的
前提。忽视所运用的史料本身的性质、类型、时代和形成背景，建基于此的历史社会学理论无异于空
中楼阁。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多文本互涉的历史文献资料阅读法和检视法，区分记载历史行为的文献
和记载历史制度的文献。对于前者而言，要注意历史行为的虚构性；对于后者而言，要辨析实际推行
的制度与并未付诸实施的理想型制度。通过对多文本交叉阅读和意义互涉的检视，摸索历史上的社
会结构和制度运行背后的肌理和脉络，在历史文献中寻找事件－过程的逻辑和机制，由此尽量避免历
史社会学研究范式的不足，伸展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之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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